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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述評

⊙ 董國強

 

一

大陸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和著述始於80年代。到90年為止，出現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論

著，其中包括：朱世雄〈從紅衛兵運動的歷史悲劇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運史

研究》1985年第2期）、李亞平〈紅衛兵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特點〉（《中學歷史教學參

考》1988年第5期）、陸建華〈紅衛兵：一個社會結構分析〉（《當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

1、2期）、雲石〈紅衛兵運動述評〉（《中國青運》1989年1至4期）、常家樹〈紅衛兵運動

的反思〉（《當代青年思潮》1989年第1期）、劉青峰〈民族主義和超意識的復蘇──略論紅

衛兵的精神素質〉（《當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１期）、何為《紅衛兵運動的源流》（《當

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羅世榮〈對「紅禍」的追思〉（《青年潮》1989年第4期）、

劉永〈五四運動、紅衛兵運動之比較〉（《青年潮》1989年第6期）、宮力〈紅衛兵運動興起

的原因〉（《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7、8期）、凌巍〈文化大革命與第三代人〉（《當代

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等。這些帶有拓荒性質的論著，分別對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原因、發

展階段、性質特點、社會影響、歷史教訓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認為導致紅衛兵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精神殘缺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

毛澤東的個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心理、小農經濟基礎殘餘以及建築在此基礎之

上的封建文化和傳統社會意識殘餘（如「忠君觀念」和「個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極影響，

等等。

第二、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66年5－7月是紅衛兵組織的產生階段；

1966年8－12月是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階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捲入全國性的「打倒一

切、全面內戰」；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終結階段。

第三、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是「文革」前期在毛澤東的錯誤領導和直接號召下發生的、被林

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和操縱的一場青少年的政治風暴。它不僅給國家、人民造成嚴

重災難，同時也嚴重損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長。有些論著還對紅衛兵運動的特點做出了

以下比較具體的分析與歸納：1、組織路線上的「血統論」；2、行為上的破壞性；3、思想上

的盲目性；4、組織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價值判斷上的否定性；7、目標上

的幻想性；8、行為上的野蠻性等。

第四、一般認為紅衛兵運動留給後人的歷史教訓，是如何堅持與改善党的領導，建立健全社

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加強對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養他們的遵紀守法觀念，反對無政

府主義傾向和「文革」時期「大民主」的錯誤做法。1



筆者認為，上述這些認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部分地反映出紅衛兵運動的歷史風

貌，為此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不過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相關論著的歷史局限性是顯

而易見的。這突出地表現在：絕大多數著述都側重於抽象的理論論述和定性分析，而疏於相

關史料的發掘運用，因而觀點和結論顯得比較籠統空泛。其次，有些論著雖然有一些簡單的

論證，但是這種論證要麼完全基於論述者個人的狹隘經驗和主觀感受，對歷史現象的把握缺

乏客觀的整體性關照，要麼完全基於對當時報刊資料和領導人講話的字面解讀，忽略了這些

文獻產生的具體語境和現實指涉，因而對「紅衛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對不同時期紅衛

兵群體社會構成的複雜性和紅衛兵運動性質的發展變化軌跡認識不足，在解釋紅衛兵運動的

成因和派性鬥爭問題時帶有簡單化和以偏概全的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與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論著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以及資

料方面的種種限制等因素有關。資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贅言。所謂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影

響，主要是指當時的許多著述者親身經歷了「文革」時期的社會動亂，對「文革」的慘痛教

訓記憶猶新，對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徹底否

定「文革」的主觀訴求。這不免使他們的相關論著帶有某種主觀先行和簡單化、絕對化的傾

向。所謂論述者的學術訓練和理論素養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經歷了數十年與外部世界

的學術交流阻斷之後，整個大陸學術界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規範已經

相當生疏。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中青年學者，儘管主觀上不乏銳意進取的積極訴

求，但是他們的問題意識、話語體系和論證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本土的和時代的局

限。許多著述者對「學術研究」概念的真實內涵不甚明瞭，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從事學術研

究和著述的一個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

「問題意識」，提煉出一些具有思想針對性和學術成長性的研究主題，從而在現有基礎上對

相關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和認知。他們較少關注國內外學界在

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忽略了學術發展與學術傳承的內在關係，而是熱衷於自說自話，

閉門造車，平地起高樓，從而使他們的相關論述帶有一種重複勞動的性質，觀點與結論的簡

單雷同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論述者雖然對上述問題有所意識，積極嘗試借鑒一些國外

流行的觀點、理論與方法，從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政治學、控制論、系統論、現代

性、民族主義等視角來闡釋紅衛兵運動，希望形成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這種創新嘗

試常常因為缺乏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而流於空泛，雖然對於拓展研究視野、增加思考維度具

有一定的啟迪作用，但是其具體觀點和結論能否成立還有待進一步商榷。

徐友漁曾經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中國人的思想往往來自於文學藝術、人生頓悟，而不是科

學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義、野狐禪一類的東西氾濫。……中國人應該學習和養成縝密

地思維、準確地表達的習慣，清除那種海闊天空，以氣勢和文采而不是以把握問題實質取勝

的習慣。」2他的這個看法與筆者對90年代以前紅衛兵運動研究的整體評價庶幾相近。

綜上所述，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90年以前的相關論著除了對紅衛兵運動的階段劃分和整

體定性可資借鑒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陳。史料積累方面的貢獻也不夠突出。

二

進入1990年代以後，大陸學界的相關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研究成果，

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文包括：高鑒國、李芹〈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

第2期）、趙傑〈論紅衛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方奕〈紅衛兵運動的研究綜



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來國內紅衛兵運動研究綜述〉

（《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卜偉華〈紅衛兵運動與「文革」前的學校教育〉（《中國

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史會來、劉曉〈血統論在「文革」中的興衰〉（《龍江黨

史》1994年第3期）、史曉平、史曉久〈論紅衛兵〉（《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8期）、江

沛〈紅衛兵心態探微〉（《青年思想家》1995年第4期）、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

（《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7年第8期）、唐少傑〈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

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和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唐少傑〈「文化大革

命」初期群眾組織取向的個案分析〉（《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卜偉華〈「文化大

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比較

重要的專著和文集包括：於輝《紅衛兵秘錄》（團結出版社1993）、江沛《紅衛兵狂飆》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丁曉禾《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徐友漁

《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徐友漁《直面歷史》（中國文聯

出版公司2000）等。此外，不少大陸學者還在境外發表了一些有較大影響的論文和專著：如

徐友漁、印紅標、唐少傑等人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的相關論文，以及米鶴

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

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唐少傑《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03）等。這些論著也應該納入我們考察的視野。

與前一個階段相比，90年代以後的相關研究著述表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特點：第一是密切關注

國內外學界的發展動向，積極引進和吸納一些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新觀念、新視角和新方

法，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明確了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學術與政治的應然關係；第二是

自覺擺脫了以往那種帶有空頭理論和空洞說教色彩的思維習慣和著述方式，注重不同類型、

不同性質史料的發掘、整理和運用，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口述史料的採集和應用；第三是

注重對相關概念內涵的細緻分析和概念運用的規範性說明，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層次的紅衛兵群體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紅衛兵成員社會構成的複雜性和紅衛兵運動的

曲折發展歷程，深化了人們對「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概念的認知；第四是在解釋紅衛

兵運動的成因問題時，自覺地堅持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精神，不但注意到文化傳統和封建社

會意識殘餘的消極影響，而且還試圖揭示這些消極因素是如何通過現實的、不完善的社會政

治經濟體制而發生影響的；第五是在深入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與西方學界展開了有效的

對話，對一些十分流行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和匡正。

上述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社會史研究視角和實證研究方法應用的結果。而這種帶有鮮明時代

氣息的研究特色之形成，又與中外學術交往的不斷擴大、相關領域學術規範的逐步形成和新

一代學院派研究人士的異軍突起有關。

社會史研究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學術流派，誕生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到50－60

年代，社會史研究已經成為西方學界的一種時尚潮流，其理論與方法得到十分廣泛的運用。

最早將社會史視角引入「文革」研究的西方學者是美國學者陳佩華、李鴻永、駱思典和安德

佳等人。90年前後，他們的著述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對於國內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乃

至於整個「文革」史研究的走向變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

是在考察歷史問題時，自覺地將關注的焦點由少數精英人物轉向一般社會大眾，不是通過高

層人際關係糾葛，而是通過社會制度的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來解釋一些重

大歷史事件的成因，其核心內容被概括歸納為「社會衝突理論」。

這種新興學術思潮對年輕一代中國學者的巨大影響及其對傳統認知的顛覆作用，可以從印紅



標、唐少傑、徐友漁等人的相關論述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印紅標在1989年發表文章，呼籲加

強對紅衛兵運動的研究，開闢「文革」研究的新領域。他的這個想法顯然受到陳佩華等人研

究的啟迪。3唐少傑在評論金春明1996年出版的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一書時，對該書

內容的結構性缺陷提出尖銳批評，指出《史稿》對1967年初春到1968年的眾多重大事件輟筆

而過，對在此期間的許多群眾運動、群眾組織、群眾派性鬥爭和全國性的諸多群眾思潮忽略

不計，是極不妥當的。他認為：「文革」的全部問題都離不開群眾問題。人民群眾不僅使

「文革」在規模、範圍、意義和影響等方面成為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群眾運動，而且他們本

身就是「文革」歷史的主體。人民群眾對「文革」歷史的創造和推動包含了他們在「文革」

中的自身演變、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時期的群眾思潮和派性鬥爭表明，群眾問題

從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利益驅動和利益分化的色彩，並且給

「文革」的命運注入了難以逆轉的因素。如果無視群眾問題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

「文革」作為一場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活動或置身於其中的歷史就無從談起。4徐友漁也是較

早關注陳佩華等人的國內學者之一，他的專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

及演變》中包含許多關於「社會衝突理論」的討論。他指出：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

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意圖，分析中共最高層的權力格局，……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

是「文革」遠遠超出了宮廷鬥爭的範圍。人們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場把近十億

人捲入其中的群眾運動。因而「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廣大群眾的參與。我們需

要回答的問題是：他們當時為甚麼會有那麼離奇、狂熱的舉動和心理，這是一個超級魔術師

催眠的結果，還是有其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驅使他們處於癲狂狀態，鬥得你死

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個人的切身利益？5以上論述表明，在新一代學院派研究

人士的思想意識中，關於群眾運動的研究已經不是「文革」研究的側翼或點綴，而是主攻方

向之一。

三

具體說來，1990年代以後紅衛兵運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紅衛兵」概念的認知和詮釋。

在以前的許多相關論述中，「紅衛兵」似乎始終是一個整體性的籠統概念。690年以後，隨著

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種狀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較早公開提出應該對「紅衛兵」概念做出細

緻分析的大陸學者是印紅標。他在1992年發表的〈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紅

衛兵有許多整體特徵，但是聚集在紅衛兵大旗之下的，並非始終如一的統一整體，而是具有

不同思想和行為傾向、互相矛盾和衝突的派別。他還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首次按照家庭

出身的不同，將「紅衛兵」概念細分為「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極左

派」等不同群體，並對其中具有鮮明政治個性和突出思想特徵、先後在紅衛兵運動中起主導

作用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7在1997年發表的〈紅衛兵

運動的主要流派〉一文中，他再次複述了這個觀點。8

儘管其他研究者對於印紅標所提出的概念劃分依據以及這些概念劃分在時間上和地域上的適

用範圍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9，但是印紅標提出的「細分化」原則卻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此

後的許多重要論著都自覺地遵循著這個原則。這對於更全面、更合理地解釋紅衛兵的造反動

機和紅衛兵運動中的派性鬥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到目前為止，關於「紅衛兵」概念細分化問題上爭議較少的，是造反運動初期的情況。一般

認為：「紅衛兵」最初是由北京地區若干重點中學中的革幹子弟和其他「紅五類」子弟發起

的學生組織，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少數高幹子弟。他們以天然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

人」自居，奉行以「血統論」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試圖通過對紅衛兵參加者的種種資格限

制，保持其隊伍的純潔性和政治上的特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紅衛兵的數量約佔學生

總數的四分之一。為了與後起的紅衛兵組織相區別，這些人被稱為「老紅衛兵」。1968年8月

初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公開信發表以後，「老紅衛兵」人為設置的種種限制不復存

在，更多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弟也紛紛建立起自己的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概念的社會構成

因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紅衛兵組織也由少數中學向其他各級各類學校蔓延，大學生逐漸成

為紅衛兵運動的主導力量。新、老紅衛兵在8-10月針對知識份子群體和基層領導幹部的鬥爭

中具有大體相似的言行，但是隨著「文革」鬥爭矛頭指向黨內高層，「老紅衛兵」中的骨幹

成員逐漸趨向保守，最終演變成與「中央文革」公開對抗的「聯動」組織，遭到最高當局的

鎮壓。而其他階層出身的紅衛兵則繼續回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實施了對各級「走資派」的

造反與奪權，成為名副其實的「造反派」。

在外省絕大多數地方，所謂「保守派」和「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在8月前後同時產生的，因

而沒有「新」、「老」之分，不過基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差異的派性分野，比北京地區更

加明顯。

第二，關於紅衛兵造反動機的認知和詮釋。

如前所述，90年以前關於紅衛兵造反運動起因的相關論述，一般都從畸形殘缺的學校教育、

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封建意識和傳統觀念殘餘的

消極影響、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心理等角度立論，因而大致可以歸結為基於「社會心理」和

「文化傳統」的解釋。這些解釋固然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忽略了社會心理和文

化傳統對不同社會群體影響的差異，忽略了某些消極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是如何在各種現

實條件作用下逐步強化的，我們的相關論說就有可能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潭。唯物史觀的

根本要義之一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90年以後的一個重大進展，是在實證研究基礎上對紅衛兵的造反動機作出了更多的社會學和

政治學解釋。許多論者都已經明確意識到：「文革」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

題。導致眾多普通民眾積極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矛盾與利益衝突的客觀存在。高

鑒國等人在1991年撰文指出：人們之所以接受毛澤東的「文革」理念，積極投身這場運動，

與「文革」前十七年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有關，與人們對於特權等級、官僚主義現象的痛恨以

及對政治壓抑的反感有關。10印紅標在1997年發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性矛盾〉一

文，對上述觀點表示認同。他指出：「文革」期間群眾參與的政治激情，固然有對毛澤東的

個人崇拜，有隨大流心理或者擔心落後被整的恐懼，但是不容回避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權的

領導層與不當權的群眾之間存在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社會中，領導幹部

與群眾的矛盾植根於現實的、普遍存在的社會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協調機制的情況下，一遇

機會，群眾平時鬱積的對領導幹部的不滿就會以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11

此外，許多論者還在「紅衛兵」概念細分化的基礎上，從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文革」早

期遭遇等幾個方面，對「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造反動機的異同進行了深入細緻

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群體對「造反」概念含義和「造反」物件的不同理解，凸現了紅衛兵造



反動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印紅標的下列看法是所有相關論著中最為簡潔明快的：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大方向」不盡相同。老紅衛兵最主要的活動是批

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破四舊」，……一般地說，老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在共產黨外、

非「當權派」。對於黨內，只是打擊少數，打擊那些被認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為資產

階級代理人的人。老紅衛兵相信黨政軍領導體系中的大部分幹部是好的，是應當保衛的，他

們始終警惕著右派假借造反之名衝擊政權的主體，他們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

派翻天！」

造反派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鬥爭對象則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

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實際上是普遍衝擊共產黨、政府甚至部分軍隊的領導機關

和領導人。他們對大部分幹部的優劣持懷疑、審視態度，他們認為走資派本身即是新生資產

階級，而不僅僅是黨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文革運動打擊的重點。造反派的運動造成了建

國以來對黨政軍領導體系和領導幹部空前的巨大衝擊。……造反派也打擊其他「牛鬼蛇神」

以及與對立派群眾組織進行派性鬥爭，但是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老紅衛兵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舊中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上。他們對地主

還鄉團、國民黨捲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在他們看來，復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

他們相信，「反動學術權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份子那樣，為顛覆共

產黨的政權製造輿論。……他們在「破四舊」活動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階級敵人

收藏著「變天帳」──土改前的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等等。

造反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新生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之上，他們更傾

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蘇聯，是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蛻化變

質，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為壓迫人民的官僚特權階層。……他們相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下的繼續革命，依靠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

和批判走資派，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淨化當權派隊伍，是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不改

變顏色的主要方法。12

第三，關於紅衛兵排性鬥爭問題的認知和詮釋。

派性鬥爭是紅衛兵運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必然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以往的相關論述，

除了對紅衛兵的派性鬥爭表現出一種深惡痛絕、義憤填膺的姿態以外，對於這種社會現象的

解釋是十分簡單膚淺的──一般都歸咎於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動等主觀因素。90年以後的許多

研究者則指出，紅衛兵內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鬥爭與前文所述兩個問題具有緊密的內在關

聯，同樣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

唐少傑在1995年10月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文革」的群眾運動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對立的

群眾組織以兩敗俱傷或兩敗俱亡為自己的歸宿，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

壤，也有它們一時「氾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

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

求和目的。13卜偉華在其對北京高校兩大對立派別的研究論文中也指出：兩派之間的矛盾，

主要是派別利益的矛盾而非有關「文革」理論和實踐的任何原則分歧。派別利益包括一個組

織、一派組織的名聲、名譽、地位、席位、對學校或一些單位的控制權，組織頭目在社會上

各種組織和各級權力機關中所擔任的職務和影響等等。14印紅標還進而指出：紅衛兵各種流



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

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誘導、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

向。15由此可見，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是「文革」時期派性鬥爭得以發生並長期延續的主要

根源。派性鬥爭是意識形態話語掩蓋下的實際利益爭奪。其他群眾組織如此，紅衛兵組織亦

如此。

其次，90年以後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階段，紅衛兵內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鬥爭

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一般而言，早期關於「血統論」的爭論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社會

影響，而全國性的奪權運動以後的派性鬥爭則顯示了「文革」錯誤理論和實踐對群眾運動的

毒化作用，應該徹底否定。史會來、劉曉、徐友漁等人對造反運動初期圍繞「血統論」的論

戰和鬥爭做出了比較細緻的分析說明。

史會來、劉曉結合「老紅衛兵」──「聯動」組織的言論和行為，指出「血統論」同歷史上

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等級和利益的一種工具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血統論」在「文革」

期間沉渣泛起，除歷史上封建傳統的影響之外，主要還是因為它有著長期以來階級路線重視

「有成分論「的基礎。建國以後，一貫重視以家庭成分、家庭出身來劃定階級隊伍，造成了

世代以血統延續的階級陣線。這就導致社會生活各方面，諸如上學、就業、婚姻、參軍、入

黨、提幹等問題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優越感和另一部分人處於受歧視和被壓抑的

地位。因而對「血統論」的批判帶有要求社會平等和正義的積極理想訴求，應該給予充分肯

定。他們還指出：「老紅衛兵」敢於公開反對將鬥爭鋒芒指向黨的領導幹部，並非他們從根

本上覺悟到「文革」的錯誤，而是他們在長期的左的環境薰陶下形成的政治優越感的本能反

應。16徐友漁在其關於「文革」時期異端思潮的論文和其他論著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和

分析。17

再次，90年以後的許多論者都注意到「文革」指導思想的內在衝突和最高當局個人意志的反

覆無常與紅衛兵派性鬥爭之間的關係。唐少傑曾經就清華大學的兩派鬥爭指出：兩派關於文

革屬性、目的的論戰不但源於各自的現實利益，而且一開始就來自毛澤東關於「文革」的主

張與部署的矛盾及缺陷。18從卜偉華關於北京地區「天派」、「地派」群眾組織形成過程的

細緻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以北師大和地質學院造反派為核心的「地派」對以北大、清華

和北航造反派為核心的「天派」的分裂與對抗活動，與最高當局的默許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高當局刻意誘導的結果，其目的顯然在於分而治之，防止群眾

組織和群眾運動形成尾大不調的局面，危及最高當局的權威。

第四，對西方學界某些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的澄清和糾正。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似乎不難得出以下映象：即90年代以來關於紅衛兵運動研究的重大進

展，與大陸學界對西方學術觀點和理論方法的接納與應用緊密相關。因此，筆者在這裏需要

特別強調的是：新一代學院派研究人士儘管在強調群眾運動對於「文革」的重要性方面不遺

餘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認同「社會衝突理論」或「兩個文革」的觀點。或者說，

在「社會衝突理論」的有效性問題上，他們並不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盲目樂觀；在「兩個文

革」的相互關係問題上，他們並不像某些西方學者那樣簡單偏執。

高鑒國等人較早公開指出：回顧「文革」前後的歷史，會發現幾乎每次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

也都是普通群眾的平等意識和參政意識以某種歪曲的或被限定的形式驟然高漲的時候。「文

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它經歷了有目的、有步驟的組織發動，每一次



具體行動、具體運動的擴大、展開都是在得到充分肯定、引導和命令下才得以實現的。19

印紅標曾經仿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將「文革」時期的矛盾分解為「政治矛盾」和「社會矛

盾」，指出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是不同類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現形式和發展規律。但是

他隨後又指出：儘管社會矛盾給「文革」打下了不容忽視的深刻烙印，但是政治性矛盾──

執政黨內的鬥爭，對運動的整個過程，從起源、發展到結束，起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文革」的領導者一方面給予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集會遊行、成立群

眾組織、出版刊物等「大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對運用這些權利的範圍、時間以及政治方

向予以限制和引導；對於群眾中越軌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締、鎮壓。20

徐友漁則從另一個不同角度闡述了「文革」期間群眾組織與現行體制的微妙關係。他指出：

將家庭出身作為劃分群眾組織派別的唯一標準，並由此得出「造反派」帶有顯著的反體制傾

向的結論，是缺乏事實依據的。較多的出身不那麼好的人參加造反派，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中

共政權抱有敵意，而是「文革」事件和進程的結果。早期的紅衛兵組織被奉行「血統論」的

革幹子弟所把持，使得大多數人被排斥於「革命隊伍」之外，想表現對各級黨組織的忠誠、

當「保皇派」而不可得。而到毛澤東的公開信和《十六條》發表以後，到這些人可以參加紅

衛兵組織時，「文革」走勢已經較為明朗，因而許多人選擇參加造反派是較為自然的。由此

可見，造成非「紅五類」多在造反派中的原因，是類似於阿Q的「不准革命」的遭遇，而不是

他們對共產黨懷恨在心。

他還指出：與保守派相比，造反派確實不滿現狀，不滿很多當權者，甚至不滿現存體制。但

要注意，不能把這種不滿形容為「反共情緒」。因為在群眾的心目中，是毛澤東象徵「中共

政權」，而不是欺壓他們的支部書記、積極分子代表。

他還指出：不可否認，「文革」後期或「文革」之後，群眾中滋生和彌漫著程度不同的反體

制情緒，更確切地說，是與「文革」前的意識形態隔膜了或決裂了。但有兩點必須表述清

楚：一、並不僅是造反派才產生這種疏離，原保守派和一般群眾也有這種傾向；二、它產生

於運動中看到太多的政治陰暗面，有上當受騙的感覺，但它是「文革」的結果，而不是造反

派投身於「文革」的動因。21

大陸學者以上關於「社會衝突理論」的修正和對「兩個文革」觀點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實

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些認知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文革」的本質屬性，明確「文革」

的主要責任。雖然黨內鬥爭與群眾運動存在著某種互動關係，但是就「文革」的整體走向而

言，是前者決定後者。關於這一點──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只要看看紅衛兵運動

是怎樣因最高當局的一封公開信而驟然興起，最後又是怎樣因最高當局的一次談話會而突然

終結，就不難理解了。

四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不難達成以下共識：大陸學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正確的學術研究理念和社會史的研究範式已經初步建立，各種資料的收集整理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口述資料的採集和應用），多角度、多層

面、多樣化的研究格局已經形成，「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的歷史圖像越來越豐滿和清

晰。從社會史視角切入的、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許多觀點和結論，因為其創新性與嚴謹性，



已經被主流話語部分接納。

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現有的實證研究在地域分佈上和年齡層次上還過於單一。因此，如何加

大對北京以外其他省市紅衛兵組織及其成員的研究力度，如何加大對大學生群體以外其他年

齡層次紅衛兵組織及其成員的研究力度，是我們今後一段時間內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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